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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本地问题不能边缘化 
 

胡振华 王春英 温州大学国民经济研究所 
 

  新农村建设如何进行?在什么方向上取得突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新农村建设应该是
加速城市化的建设，促使农村和农民有序消亡；还是认为新农村建设应该反城市化，要把各种要

素留在农村，以实现“乡村复兴”。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发展非常不平衡，城市化的进程

差异非常大，有的地方城市化很快，有的地方会长时期保留大比例的农村人口，不可能一刀切地

讲“城市化”或者“农村复兴”。 
  根本问题还是农民权利问题 
  如今，所谓的“三农”问题实际上就是农民问题，但农民问题的实质不能说是种田人的问题。

实际上农民问题的根源在农村之外，其本质就是公民权不平等，或者说在公民权总体水平不高的

前提下，被称为“农民”的大多数中国公民权利缺失尤其严重。所以，尽管“三农”问题说复杂

是千头万绪，说简单就是两句话；农民数量要减少，农民权利要提高。可见，不管“城市化”还

是“农村复兴”，根本问题还是一个农民权利问题。是否进城，农民可不可以自由选择?新农村建
设最需要实现的是把权利交给农民，农民愿意进城，就得维护他们在城市中的权益，如果农民愿

意留在农村，就得维护他们在农村中的权益。回避了“权利”这个关键词，不管“城市化”、“反

城市化”还是“逆城市化”都会侵犯农民利益。总之，农民问题关键是农民权利问题，城市化进

程不是消除了而是突出了这个问题。而维护农民权利就需要农民的组织，农村合作组织问题如今

受关注，原因就在于此。 
  有人认为，农民进城问题是当前和未来农村的主要问题，而农村本地问题往往被边缘化。这

种趋势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从农民的收入角度来看，来自农民工的非农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

而来自农业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小，如今我们谈论“农民组织”，并不仅仅意味着种田人的组织。

但是，正如“农民问题”在中国不仅是种田人的问题一样，强调维护农民工权益是完全应该的，

这当然并不妨碍我们关心农村问题。 
  建立有效的合法治权 
  20世纪 90年代农民上访所以增多，一般都会认为是农民负担过重和征地所引起的。这没错，
但不准确、不深刻、不全面。农民上访的第一个高峰是因为农民负担重，第二个高峰是因为征地

制度、企业改制等太不合理，第三个高峰则可能会是农村社会没有了有效的合法治权(理)而滋生
出了非法治权(理)。如果真的出现了农民上访的第三个高峰，那将是一个新高峰。于建嵘(2004年)
的统计表明，农民上访前，70%的人都认为上面是公正的，毛病都在下面。但上访有时不能解决
问题，那有些人就对体制出现了不信任，以至于出现非理性反应。这提示我们，农村合作组织在

维护农民权利方面还是有作用的。让农民有组织地协商，建立农民与涉农诸方面的利益协调机制，

把问题解决在基层，非理性反应包括上访就不至于发生。农村合作组织是建立在农民的结社自由

和选举自由的基础上的，农村合作组织的存在又为农民权利的实现和维护提供保证，这就是农村

合作组织的农民维权意义。在农村给予农民结社权，可以使得农民形成合作组织来与其他利益群

体进行集体谈判，形成比较强大的参与博弈的能力，它的意义是值得肯定的。 
  农民组织维权要有法律保障 
  农民组织维护权利的功能论证已经很充分，但如何操作仍然是个问题。在这方面，立法是最

重要的。改革可以开始于实践，到了一定时期就要转化为法理上的承认、制约和保障。中国农村

一些改革都是这么来的。当然，以往这种模式主要是在经济领域，农村合作组织则涉及社会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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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但是政治和经济本身是不可分割的，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的农村变革都是在巨大的政治勇

气下实现的，今天应该继续这种创新发展的勇气去开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篇章。 


